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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建构、生成机理与纠偏机制。 研

究发现，基层政府主要运用策略性权变思维平衡制度情境张力，形成了“任务逻辑 － 自

我加压”“应付逻辑 － 拼凑应对”“邀功逻辑 － 为我所用” “避责逻辑 － 消极卸责”的组

合式行动逻辑和应对策略，由此衍生了过度式执行、附加式执行、选择式执行、照搬式执

行、共谋式执行、替代式执行、象征式执行和观望式执行等执行偏差行为。 基层政府政

策执行纠偏机制的关键在于实现促进型制度与负责任调适的融合互促，通过双重制度

赋能机制、公共价值驱动机制和政策能力再造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进而提升

公共政策执行效能，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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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效果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政策失真①，即政策执行主体改变了上

级政策的原初形态，导致政策执行结果偏离、违背原始政策目标和政策精神。 近年来，为破解政

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政策执行偏差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呈现明显的基层转

向，这些研究力图揭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行为的实践表征和作用机理。 由于研究视角的局

限，已有研究尚未完全揭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动态全景、生成机理和纠偏机制，为此，本文

依循“类型建构 －生成机理 －纠偏机制”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旨在为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

差难题提供学理阐释与实践启发。
（一）文献回顾

经典的政策过程阶段论将公共政策过程理解为包含议程设定、政策规划、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

政策评估等在内的循环圈②。 其中，政策执行作为公共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结果的必经环节，在普雷

斯曼（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和威尔达夫斯基（Ａａｒｏｎ Ｂ.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的开创性研究后受到广泛重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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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政策执行研究的三种典型途径。 政策执行研究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性三种途

径。 “自上而下”途径将政策执行视为一个“上级控制下级”的过程，如范米特（Ｄｏｎａｌｄ Ｓ. Ｖａｎ
Ｍｅｔｅｒ）和范霍恩（Ｃａｒｌ Ｅ. Ｖａｎ Ｈｏｒｎ）基于政策目标和标准、政策资源、组织间沟通和执行活动、执
行机构的特征、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政策执行者的意向六个变量建构了政策执行分析模型①；
“自下而上”途径认为，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变量，典型代表如

韦瑟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ｌｅｙ）和李普斯基（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ｐｓｋｙ）提出的“街头官僚”理论②以及埃尔莫

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Ｅｌｍｏｒｅ）倡导的“回溯勘察法”（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③；“整合性”途径聚焦多元执行

主体的策略性互动，如高金（Ｍａｌｃｏｌｍ Ｌ. Ｇｏｇｇｉｎ）等人提出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认为联邦政

府的激励和约束、州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州政府的决策结果及能力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

关键变量④。
２.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制度情境与政策执行偏差。 在“以党领政”与“党和国家相互嵌入”

的制度结构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呈现高位推动、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的典型特征⑤；压力

型体制和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独特情境⑥；“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制度、目标管

理责任制、干部交流和评价机制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制度基础⑦。 还有学者结合控制

权⑧、项目制⑨、行政发包制�I0、政治势能�I1、“决策删减 －执行协商”�I2、压力传递�I3、上下级互动�I4等

视角阐释中国情境下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在机理。 政策执行作为一个多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在制

度情境、政策属性、目标群体、执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其实际运行存在不同程度的执行偏

差，进而导致公共政策失败。 既有研究围绕中国政策执行偏差提出了“中梗阻”�I5“执行阻滞”�I6“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I7“一刀切”�I8等标识性概念，总结了附加式执行、照搬式执行、象征式执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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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式执行、替代式执行、抵制式执行①和变通性执行等样态②，覆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等多个政策领域。
３. 中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原因。 既有研究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机理剖

析，沿袭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整合性”三种途径。 一是基于“压力型体制”③，将自上而下

的压力传递与政治 －行政控制作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诱因。 目标设置主体单一、激
励强度过大和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催生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策略主义逻辑④；基层政府基

于不同的执行压力，会选择运动式执行、消极执行和变通执行等非制度化执行方式⑤；上级政府

的有效控制缺失⑥和形式化监督⑦会加剧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程度。 二是从“自下而上”视角考

察基层自主性所致的政策执行偏差。 在面对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基层政府会通过上下

级共谋应对各种检查考核，导致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⑧；此外，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转译偏

差⑨、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I0、利益驱动�I1和治理负荷超载�I2也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因素。
三是基于整合性视角，把执行主体、行动情境、目标群体、政策属性等多种要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

架，强调各类政策要素之间的不适配�I3与多重制度逻辑冲突�I4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多重影响。
（二）问题提出

如前所述，作为政策执行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从压力型体制、基层自主性和整合性视

角探讨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原因。 然而，既有研究更多聚焦政策执行的主体维度

（包括作为委托方的上级政府和作为代理方的基层政府），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归结为委托

方的控制、激励失衡以及代理方的强自利动机，由此形成两条研究路径的分野，既忽视了基层政

府的执行能动性，也未能充分考量制度情境对行动主体的规约。 尽管整合性分析路径突破了单

一视角的限制，但由于囊括要素众多，未能揭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本质，也就无法为不同

类型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建构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在实践中，政策执行作为公共政策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成败。

在中国层级治理体系下，基层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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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受行政压力和社会压力的复合影响，其政策执行行为极具张力，虽涌现了调适性联

结①、“行政控制 ＋多元参与”②、适应性执行③等有效治理之举，但也衍生了执行波动④、共识性变

通⑤、相机执行⑥、政策悬浮⑦和“主动加码”⑧等策略性行为，还包括执行梗阻、执行变异、政策变

形、执行走样等多种政策执行偏差。 这些策略性行为和偏差行为，不仅容易偏离既有政策轨道和

扰乱公共政策执行的正常秩序，还会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和公共问题恶化，进而侵害公共利益和损

害政府公信力，亟须加以有效治理。
上述理论研究缺憾与治理需求构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基层政府政

策执行偏差，是在中国特色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综合影响而做

出的偏离原政策目标和政策轨道的异化行为。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

偏差包括哪些典型类型？ 其生成机理和行动逻辑是什么？ 如何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纠偏机制？
论文余下部分将分别对此展开分析。

二、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分析框架与类型建构

本部分从“结构 －能动”视角构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控制 －激励 － 能力”分析框架，
将中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划分为过度式执行、附加式执行、选择式执行、照搬式执行、共谋式

执行、替代式执行、象征式执行和观望式执行八种典型类型。
（一）“控制 －激励 －能力”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从政策属性⑨、执行激励�I0与政治势能等维度建构了政策执行类型分析框架，但缺

乏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类型的深入探讨。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是行动主体在特定行动

情境中作出的有悖于政策目标的行为选择，因此本文主要从“结构 － 能动”视角探究基层政府政

策执行偏差的内在机理。 中国基层政府政策执行深受“压力型体制”等制度结构的影响：通过自

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上级政府能够通过政治和

经济方面的奖惩压力督促下级完成各项政策任务�I1；地方官员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不仅在

经济上为财税和利润而竞争，更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I2。 理想情况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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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控制与激励，能有效约束基层政策执行者的失范行为。 然而，结构化的行动情境与行动主体

是相互作用的，本质上是一种嵌入式能动关系，基层政府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自下而上的社

会压力网络中依然具有能动性。 一方面，处于国家与社会交界面的基层政府，既受规则导向的理

性官僚制和结果导向的政治承包责任制的双重约束①，也在“情理社会”中积极建构灵活的私人

关系，通过社会身份建构“迫使”社会成员接受政策的正当性，进而完成合法性叙事②并提升基层

治理有效性③；另一方面，深陷压力网络的基层政府，也会策略性地利用制度弹性创设自主性空

间以突破刚性制度约束，通过讨价还价④、上下共谋⑤、压力转化⑥、信息占有⑦和选择式执行⑧等

方式实现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政策悬浮、层层加码、执行波动、变通执行、形式主义等不同程度的

执行偏差。
基于“结构 － 能动”视角，本文从组织控制、执行激励与政策能力三个维度，对基层政府政

策执行偏差行为进行系统分析：组织控制是指上级政府作为控制主体，运用目标设定、时间限

制、督查督办、任务验收等治理工具，对下级执行情况进行严格控制和行为纠偏，凭借过程控制

向基层政府施加执行压力；执行激励是指上级政府为了调动下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动性，运用

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正向奖励和负向惩罚来引导下级政府达成政策执行目标，实质是利用结

果评价机制形塑基层政策执行者的外源压力与内生动力；政策能力是指政府运用政策适应和

改变环境的成功程度，包括执行政策任务所必需的技能和资源⑨，如政策问题的确认能力、利益

整合能力、政策规划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输出能力和政策评价能力等�I0，强调实际政策执行

主体的能动性。
本文建构的“控制 －激励 －能力”分析框架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 首先，该分析框架同时考

量制度情境对行动主体的压力形塑和行动主体利用自身能动性作为“减压阀”的策略性应对，进
而能够解释同一基层行动主体在不同政策领域和不同基层行动主体在同一政策领域衍生的各类

政策执行偏差行为。 其次，组织控制、执行激励与政策能力是影响政策执行效能的核心变量且层

层相因。 一般而言，上级政府为了提升政策执行效能，需要建立全过程的信息控制和督查机制，
以减少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并识别超出预期的非正式应对策略，从而消解基层政策执行者

的不当利益动机。 但囿于迥异的地区实际，上级政府通常还会施以执行激励引导基层政府运用

地方性知识调适一统性政策，以“奖励先进”和“淘汰落后”相结合的双重激励模式，激发基层执

行主体的能动性。 由于政策执行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并非独立的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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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而是以“人”为中介发挥作用①，因此上级政府所施加的组织控制与执行激励至多能解决基

层政策执行者“愿不愿为”的主观动机问题，基层政府最终采取的政策执行策略与所取得的实际

效果还依赖自身的政策能力。 具备不同政策能力的基层政府在面临相似的压力与激励情境时仍

会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 因此，本文构建的“控制 －激励 － 能力”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基层政府

政策执行偏差行为的内在机理。
（二）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类型与意涵阐释

依据组织控制、执行激励和政策能力的强弱，可以区分出八种典型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

类型（见表 １）。 （１）过度式执行和附加式执行是强控制与强激励制度情境下的两类政策执行偏

差。 当基层政府具备较强的政策能力时，为争取更多的政策激励，他们执行政策时容易沦为过度

式执行，反之则通过政策执行内容的附加谋求上级认可。 （２）选择式执行和照搬式执行发生于

强控制与弱激励的制度场域。 为应对上级政府的过程督查和结果验收，在不同政策能力的组合

下，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表现为选择性地执行有利可图的政策内容或者对上级政策机械照搬。
（３）共谋式执行和替代式执行的生发土壤是弱控制与强激励的制度组合。 由于控制乏力加剧了

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困于短期利益之争的基层执行主体会策略性地与直接上级或政策目标群体

合谋以完成政策目标，抑或完全以另一套政策取而代之。 （４）当上级政府施加的组织控制与执

行激励均处于较弱态势时，基层政府面临更隐性的外部压力，受地方利益驱使，政策能力较强的

基层政府更倾向于采取象征式执行策略；而当基层政府政策能力不佳时，基层政府则可能会采取

观望式执行方式。 以下将结合具体案例分别阐述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类型及其意涵。

表 １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学划分

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强 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弱

执行激励强 执行激励弱 执行激励强 执行激励弱

基层政府的政策能力强 过度式执行 选择式执行 共谋式执行 象征式执行

基层政府的政策能力弱 附加式执行 照搬式执行 替代式执行 观望式执行

　 　

１. 过度式执行和附加式执行。 过度式执行是指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的“强控制”与“强激

励”情境下，巧妙运用较高的政策能力来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扩大上级政府预设的政策目标，
并只强调对目标的完成而忽视执行过程的规范性，甚至采取非正当的方式达成“层层加码”的目

标②。 尽管从目标完成情况来看，这一执行方式会促使政策执行者积极调动各项资源超额完成

政策目标，但过度的政策执行也可能会因整体配套资源的缺失和政府部门间协同的不力导致政

策执行偏差。 以“煤改气”政策执行为例，该政策旨在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的政策工具实现清洁

取暖。 在中央大力推进、各省自我加压的背景下，各地制定的改造目标与实际完成量均远超中央

制定的原计划。 部分行政主体在尚未能提供完备的天然气供暖设施的情况下，为快速完成“煤
改气”指标而严禁民众燃煤取暖，不仅侵害了民众的生命健康权，而且还因新增天然气设备运行

不成熟使得安全事故频发，从而偏离了这一政策的既定目标。
附加式执行，是政策能力较弱的基层政府在压力型政策执行情境下，试图争取潜在激励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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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应对策略。 尽管上级政府对政策执行进行过程控制和结果激励，但囿于执行主体的内在能

力缺陷，基层政府难以驾驭政策执行的复杂情境，进而陷入“想为”却“不会为”的执行困境，表现

为执行主体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的“转译偏差”与“私搭乱载”。 执行者在原有政策基础上附

加不恰当的政策内容和扩大政策外延，自行其是地推行一套反映自身利益的“土政策”，使得政

策作用的对象、范围、力度和目标超过政策原定要求①，最终导致政策执行畸变。 以“精准扶贫”
政策执行为例，部分基层政府以“结合地区实际”之名，在原有到户帮扶措施的基础上附加不恰

当的政策要求，如规定贫困户在参与产业项目建设之前必须提前缴纳一定的产业项目投资金，而
后才能获得项目参与资格②，这一人为的“设槛”让本就缺乏资金的贫困户望而却步，从而导致精

准扶贫政策执行出现梗阻。
２. 选择式执行和照搬式执行。 选择式执行是指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对上级政策内容进

行自主选择和权衡的一种执行方式，表现为“有利则执行，不利则舍弃”，导致一项完整的政策只

有部分被落实，因忽视政策整体性而不能有效实现原定政策目标。 选择式执行有其特定的制度

基础：“下管一级”的干部人事制度，使基层政府更倾向于执行上级偏好的政策；目标管理责任制

虽强化了政策执行的结果控制，但也诱使基层执行主体忽视非量化目标；干部交流制度使得干部

瞄准任期内的政绩，从而选择性地执行容易出政绩的政策内容，甚至继续复制不切实际的遗留政

策③。 以耕地保护制度执行为例，中央层面提出“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
保障粮食安全，但基层政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量化考核难度差异，更偏重耕地数量的保护目

标而忽视质量保护和生态保护目标，不利于耕地保护制度的贯彻落实。
照搬式执行，则是在“强控制”“弱激励”与“弱能力”组合下触发的政策执行偏差类型，是

指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有效结合地方实际对政策进行再调整，未能参透公共政策的精

神实质并做出因时、因事、因地的具体化分析，甚至在政策明显与现实情况相违背时仍继续执

行。 以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为例，近年来，为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

稳定，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农村土地顺利流转的政策。 但在实践中，部分基层政府

忽视政策精神实质，脱离地方实际，一味照搬上级政策，未能对农民流转意愿、流转方式和流转

收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强制任务和指标推行土地流转④，加剧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混乱

无序。
３. 共谋式执行和替代式执行。 共谋式执行，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弱控制和强激励制度情

境中，为兼顾地方利益和争取有限激励资源，与其直接上级进行相互配合（如“打招呼”）的行

为，也包括与政策目标群体形成“合谋”（如环境监管中的“政企合谋”）的策略。 尽管有学者强

调基层政府间共谋行为的关键诱因并不是执行者的素质或能力，而是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

离、集权化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⑤，但共谋式执行作为行动主体的能

动选择，也是其运用自身较强的政策能力应对外部监督、争取潜在激励的一类策略性行为。 以

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基层政府具有对名额分配进行调整的较大自由裁量权，有些政策执行

主体有意识地将名额分配视作攫取利益的工具，导致低保名额分配建立在村组干部与低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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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交易关系之上①，使农村低保政策执行陷入规则模糊甚至缺位的无序状态。
替代式执行是指基层政府抛弃原政策，转而以另一套政策代之，导致政策内容、目标和性质

都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严重损害政策统一性和权威性。 广西某煤矿突击提拔矿长助理事件，是
替代式执行的典型。 ２００５ 年，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

定》，“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轮流带班下井，并建立下井登记

档案”。 针对这种情况，广西某煤矿突击提拔 ７ 名矿长助理，作为应对上述规定的替代对策。 煤

矿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寻找“替身”的替代性执行，消解并歪曲了政策初衷与既定目标。
４. 象征式执行和观望式执行。 象征式执行，是指基层执行主体通过制造象征性符号，用仪

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实质性政策执行的现象，如用政策宣传、召开会议、制作文件、检查考核和

局部包装代替实际的政策执行②，试图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搞形式、踏踏实实整材料”
的形式主义躲避上级问责，仅追求表面形式而忽视实际执行效果。 以河长制政策执行为例，其政

策设计初衷是以落实党政领导的属地责任来完善河湖管理与保护，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河

长通过打捞蓝藻、清除垃圾等粉饰性治污行为，以取得显而易见的感官治理效果，而不触及生产

方式调整等深层次改革③。
观望式执行，是基层政府处在弱控制、弱激励和弱能力约束条件下对上级政策持消极、被动

和等待的态度，甚至策略性地反抗或抵制上级政策，致使部分中央政策在地方执行不畅，造成政

策执行“梗阻”。 这一行为偏差既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也常发生在政策路径不明晰且涉及多

个部门的执行情境中。 处于“弱控制、弱激励”的制度情境中，政策执行主体容易采取观望态度，
后续可能基于政策势能和其他地区的政策执行反馈来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执行方向和力度。 以陕

南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旧宅腾退政策执行为例，由于相关政策规定较为模糊，而旧宅腾退工作涉及

的社会问题和干群矛盾又尤为尖锐，在搬迁任务和文明执法的双重压力下，部分基层执行主体选

择暂时搁置腾退工作，如果上级政府没有对旧宅腾退工作进行专项评估，这一工作就不了了

之④，最终导致政策难以落实，效果不彰。

三、策略性权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行动逻辑

“策略性权变”是指基层政府作为能动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结合特定的行动情境，策略

性地运用政策能力和既有制度空间，为实现“逐利”与“自保”的平衡而衍生出各种政策执行偏差

的权变性行为。 在“委托 －代理”模式下，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

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组织控制和执行激励对基层政府进行约束和引导，形成了政策

执行场域中的外部制度压力；基层政府作为能动的执行主体，需要平衡多重制度压力与复杂执行

情境之间的张力，在利益偏好和政策能力的内在驱动下，会生成差异化的行动逻辑（如任务逻

辑、应付逻辑、邀功逻辑和避责逻辑）来满足多重目标和寻求合法性，由此触发了不同的政策执

行策略，包括自我加压、拼凑应对、为我所用和消极卸责，最终导致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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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行动逻辑

（一）任务逻辑：强控制与强激励制度情境下的“自我加压”
为保障某一政策的贯彻落实，作为委托方和管理方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运用强控制与

强激励的组合策略，对基层政府施加制度压力，必要时还辅之以“运动式治理”等动员机制。 而

作为制度压力的接收者，基层政府出于“向上负责”的合法性考量，倾向于遵从上级权威，以任务

逻辑应对上级发包的行政任务。 任务逻辑是指基层政府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试图调用各种

可利用的资源来达成上级下发的任务指标，其主要行为动机是赢得上级认可和争取潜在的晋升

机会。 理想情况下，这种高压式执行环境能够通过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

题解决机制和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机制，使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保持步调一致①；然而，我国行

政体制还是一个“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的有机结合体②，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在面临自上而下

行政压力的同时也要向同级看齐，并试图在激烈的横向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形成“自我加压”
的行动模式。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自我加压”策略，可能出现两种相悖的后果，即“超额完成”和“过犹

不及”。 在实践中，“自我加压”既可能表现为超额完成政策目标和发挥政策优势③，也可能因为

“过犹不及”而导致政策失败④。 这是因为，超额执行作为一种运动式执行，容易违背公共政策执

行程序与规则，本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行为。 由于不适度的“自我加压”和执行主体政策能力的

差异，基层政府的“自我加压”通常表现为政策目标的层层加码和政策内容的“因地制宜”。 政策

目标的层层加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制超大规模科层组织的执行衰减⑤，甚至完成“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层层加码也让基层政策执行逐渐走向非理性化，在“好大喜功”的
政绩冲动下，层层加码不仅直接加重了基层负担，而且加剧了行政资源的浪费，甚至以“注水数

据”欺上瞒下。 政策内容的“因地制宜”则表现为政策执行的“内卷化”，试图通过政策内容的再

创新占据优势。 然而，由于开发新政策工具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且收益未知，因而打着“再创

新”的名号行“伪创新”之实的现象也并不少见⑥；叠加政策能力不足基层执行主体难以掌握必

要的政策信息和控制潜在风险，容易受短期利益驱使，进而附加一些与原政策内容相悖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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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概言之，在强控制与强激励的制度情境下，基层政府往往秉持任务逻辑，采取“自我加压”的

执行策略应对上级行政压力。 当政策能力较强时，基层执行主体容易陷入“过度式执行”陷阱，
政策目标的“层层加码”反而使政策执行偏离正常轨道；而当政策能力不佳时，基层执行主体则

可能困于“附加式执行”的泥淖，表现为政策内容的“私搭乱载”。
（二）应付逻辑：强控制与弱激励制度情境下的“拼凑应对”
上级政府因注意力资源配置和政策属性等主客观差异，对每一项政策的组织控制和政策激

励力度不一，在某些政策领域（如行政发包程度高但政策激励程度低的政策），基层政府可能处

于强控制与弱激励的制度情境。 为了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上级政府会综合运用组织权威、时
间压力和监督检查等控制工具，以压缩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和降低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称①，进而提升下级政府对上级政策的遵从和执行力度。 然而，上级政府的实际控制程度往往受

限于“超大规模”，面临信息约束和财政约束等多重障碍，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只能围绕“底线”
展开，这就为基层政府留下一定的自主性空间。 基层政府作为能动的执行主体，会根据不同政策

任务的约束条件、激励强度与执行成本选择差异化的应对策略，从而形成与控制逻辑相对的“应
付逻辑”。 “应付逻辑”强调基层政府兼具“上级代理人”和“辖区代理人”双重角色，为了平衡执

行压力与利益契合度之间的张力，基层政府会采取各种应付式行为，在可容许的制度空间内实现

利益最大化。 因此，面对控制约束较强但政策激励较弱的行政发包任务，基层政府会以“拼凑应

对”的行动策略吸纳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
相较于主动式的“自我加压”，“拼凑应对”策略反映的是基层政府的选择式执行和政策敷

衍，即政策执行者更关注那些被上级政府列为优先项的政策项目，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原有政

策的执行力度，不断向上级释放“努力执行”的信号以应对任务验收的行政压力，但实际并不以

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整体配套为行动目标，进而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拼凑应对”策略因基层

政府政策能力的强弱呈现两种面向：选择式执行和照搬式执行。 当基层政府具有较强的政策能

力时，其灵活应对上级行政压力的能力也较强，可以通过选择性地执行部分有利政策，来巧妙地

规避上级问责和营造“积极执行”的印象；而当基层政府政策能力不佳时，“拼凑应对”策略则表

现为罔顾地区实际的照搬式执行，既不考虑政策目标群体的差异化属性，也缺乏对政策兼容性的

整体考量，只是一味地将重心放在政策执行的程序合规上，忽视“地方性知识”在政策执行中的

关键效用。
从本质上来讲，基层政策执行中的“拼凑应对”策略映射的是形式主义，突出表现是以应付

各种“戴帽任务”为行动导向，运用选择式执行和照搬式执行来消解逐级传导的行政压力和实现

短期利益。 从执行效果来看，这类拼凑应对式执行容易陷入“唯上主义” “单向传导” “短期主

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通常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政策效果，需要调整激励强度来扭转此类执

行偏差。
（三）邀功逻辑：弱控制与强激励制度情境下的“为我所用”
为化解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中国治理实践涌现了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

应对机制②，表现为上级政府运用多种激励措施来调动下级政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使得宏观性

的政策设计能够得到因地制宜的贯彻落实，由此导向了控制与激励不相匹配的另一类制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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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弱控制和强激励。 在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下，下级政府被卷入“纵向激励”与“横向

竞争”的锦标赛①，进而形成“邀功逻辑”。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邀功逻辑”，是指执行主体以

晋升为主要动机，为了政策附带的政治奖励与经济奖励采取灵活应对的策略，在不触及问责底线

的基础上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执行政策。 在这一行动逻辑下，基层政府会积极发挥主

观能动性，主动调整政策内容以“为我所用”。
政策执行中的“为我所用”策略，往往因上下级利益契合度的高低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执行

效果。 当上下级政策目标一致时，下级政府将执行上级政策视为增加政绩和赢得晋升锦标赛

的重要机遇，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策略，甚至为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在地方先行先试

中探索出可供借鉴和推广的全国性政策经验，以创造性执行实现中央政策“软着陆”②。 但是，
当政策执行牵涉利益冲突且上级政策内容“不接地气”时，在“邀功逻辑”驱动下，基层执行者

可能会以“因地制宜”之名行“共谋式执行”和“替代式执行”之实。 在某些情形下，基层政府的

共谋式执行，通过灵活变通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多任务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资源约束困境，
达到适应性执行的效果③。 然而，在过于强调邀功取向的行动逻辑下，基层政府凭借较强的政策

能力，通过向上争取和向下动员的共谋行为对实际执行内容予以调整，使得政策执行偏离既有轨

道，如上下级或各部门之间结为联盟，以各种隐蔽手段应对来自更高层级的检查验收压力。 在上

级政府控制缺位、不当和虚化的情境下，共谋式执行更容易转化为政策执行偏差，不仅加剧“一
统决策”与“有效治理”的矛盾，而且容易放大非正式机制在政策执行中的效用④。 “替代式执

行”，则是基层政府秉持“邀功逻辑”的另一类极端执行偏差行为。 由于政策能力不佳，为了赢得

有限的政策激励，基层政府转而瞄准上级控制不力所塑造的制度空间，试图以“机会主义”对政

策内容进行替代，其实际执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可能发生异化，将政策执行转变为攫取利

益的工具。
总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弱控制和强激励制度环境容易放大下级政府的“自利取向”，进而

形成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邀功逻辑”和“为我所用”的行动策略，在政策能力的叠加影响下，最
终导致共谋式执行和替代式执行两类执行偏差。

（四）避责逻辑：弱控制与弱激励制度情境下的“消极卸责”
当今社会通常被冠以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复杂社会等称谓，其共同旨趣在于揭示治理场

域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复杂社会中公共政策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也呈指数级增长。 针对那

些具有较大模糊性且指涉范围较广的政策，上级政府通常会对政策执行规范进行模糊化处理，譬
如运用宏观性和原则性的规范表述，不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执行标准和考核要求进行量化和

指令性约束，由此构筑了一个弱控制与弱激励的政策执行环境。 在这一制度情境下，上级政府主

要通过释放政策信号引导下级政府加大执行力度，而下级政府则依据不同政策信号所累积的政

策势能进行相机抉择和灵活应对⑤。 囿于模糊性政策的执行路径不明晰，加之控制和激励制度

的不健全，下级政府难以从此类政策中获得短期效益。 同时，随着近年来问责力度的强化和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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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纵深推进，基层政府开始投入自我保护式的“避责生存赛”①，在风险、责任和原子化个体

的消极偏向等多重压力下，衍生出更多的避责行为②。 受避责逻辑驱动，基层政策执行目标被置

换为如何躲避上级问责，执行者将注意力更多地倾注于寻找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的行

为策略③，呈现不作为、不愿为和不担当等消极图景，本质上是以消极卸责的策略应对弱控制与

弱激励的执行情境。
由于基层政府居于政策执行的最低层级，无法将责任推诿给下一级政府，因而多运用反向式

卸责和不作为卸责两类策略规避责任。 反向式卸责是将问责风险转嫁给上一级政府，通过职权

与责权上移、事事向上级请示报告以及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等方式规避政策执行失败的问责风

险；不作为卸责则是秉持“不做事就不会犯事”的投机主义，以搁置、观望等消极方式替代实际的

政策响应，直至上级政府出台更为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和问责方案才有所改变。 当基层政府具备

较强的政策能力时，面对弱控制和弱激励的制度情境，更倾向于采取象征式执行的方式，将工作

重心置于“考核迎检”之上，运用公开高调表态、请示汇报、制作文本台账、文件流转等“留痕”手
段，避实就虚和应对上级指令催促④，将政策执行工作停留在文本层面，对外呈现一种“已经做

了”和“尽全力去做”的假象，以应对上级部门流程化的检查考核。 而当基层政府政策能力较弱

时，则更可能选择不作为卸责策略。 由于这类政策附带的低绩效收益和低问责风险，加上政策本

身的高度复杂性和模糊性，上级政府并不要求基层部门能快速落实并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⑤，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策执行者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势能、执行资源、成本收益等因素，在上级政

府释放进一步政策信号之前持审慎观望态度。
总之，弱控制和弱激励的制度环境为基层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制度性庇护，进一步强化了基

层政策执行主体的趋利避害动机与避责逻辑。 由避责逻辑驱动的卸责策略与“责任型政府”“服
务型政府”背道而驰，难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增进人民福祉。

四、整体性调适：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纠偏机制

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提升基层政策执行力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现实要求，这就要求构建有效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纠偏机制。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是

行动主体与制度情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基层行动主体运用策略性权变思维应对特定执

行情境中的多重制度压力，因此矫正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对行动主体和制度情境进行整体调适。
一方面，制度作为规约行动主体的强制性工具，不仅要发挥制度规则对行动主体的权威约束作

用，还要注重制度生态对行动主体价值观念的正向引导功能；另一方面，行动主体自身也要坚持

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提高政策能力以适应制度情境，最终达到行动主体、制度情境和执行行为

的整体适配。 因此，要构建融双重制度赋能机制、公共价值驱动机制和复合能力再造机制于一体

·１９·

权变与调适：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纠偏机制

①

②
③

④
⑤

张权、杨立华：《“局部空转”现象：动机、行为及扩散———一场“理性经济人”参加的“避责生存赛”》，《人民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６ 期。
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涂文燕、公婷：《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 ———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行政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吴克昌、唐煜金：《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的整体性调适机制，增强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激发制度效能：组织控制与政策激励的双重制度赋能机制

双重制度赋能机制是指发挥合理有效的控制与激励制度优势，纠正基层执行主体的失范行

为并达成政策目标，旨在发挥正式制度规范对行为主体的结构性塑造功能。 但对科层组织而言，
建立一套使代理方（基层政府）一以贯之地采取最优行动并满足科层组织理性预期的控制与激

励制度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有效的制度设计需要克服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的双重困境，包括权力

下放引致的权衡替代①、信息不对称、个人与部门卸责以及可信承诺等。 此外，从制度有效的约

束条件来看，组织控制制度内蕴行政、政治双重逻辑，既需要建立清晰的权责边界和稳定的制度

规范，通过全过程的信息控制和监督考核，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执行过程中的合谋行为和执行

偏差；也要借助持续的领导注意力资源投入，运用领导批示、文件指示、公开讲话、设定约束性指

标等方式，向下级部门传递坚决完成某一政策事项的强烈信号。 政策激励制度依赖正向激励和

负向问责的整体协同，需要在识别激励对象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设置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并进

行差异化评价，通过奖优罚劣强化执行主体努力达成组织目标的意愿和行为。 从实践观之，由于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跨域性、外部执行情境的易变性以及不相适配的“压力 － 激励”制度生态，
上述约束条件很难满足，由此产生弱控制或过度控制与有效执行的两难冲突。 一旦面临多中心

任务、顶格管理、压实责任等强制度约束和奖惩不适配的激励环境，基层政府就会采取避责策略，
进而导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

激活组织控制、提高政策激励制度的有效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以提升政策执行

效能作为组织控制和政策激励制度的核心目标。 政策执行效能是对政策执行效率、执行力度、执
行方式和执行效益的总体性评判，需要建立配套的目标分解、沟通反馈、行为纠偏与绩效考核机

制。 目标分解机制的重心在于设置合理的细分目标和划清职责权限，从而避免权责不清、相互推

诿的执行乱象；沟通反馈机制是为了打破行政体系内部条块分割所致的信息壁垒，为政策执行过

程中的信息反馈与多层级协调提供便利；行为纠偏机制是指上级政府以监督检查、跟踪督办等方

式推动基层政策落实，进而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矫正基层执行主体的不当行为；绩效考核机制

通过优化政策绩效评估内容和加大评估结果的运用，从而强化政策执行的结果取向，有效治理执

行过程中的“痕迹主义”和“形式主义”。
二是有效破解“压力 －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困境，探索基层政府减负增效的激励机制。 繁重

的治理任务、复杂的治理情境与有限的治理资源，共同形塑了基层执行主体的治理压力，加上自

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与过密化的督查考核，基层执行主体容易陷入超负荷运转的困境。 继 ２０１９ 年

实施“基层减负”行动以来，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所改善，但也衍生了加压式减负、
“越减越负”等减负悖论。 究其缘由，在于未能有效破解基层执行压力与激励不相容的矛盾。 为

此，应构建权责适配和动态调适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统筹运用物质和非物质激励手段调动执行主

体的积极性，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累积性评估方式，形成能者上、劣者汰的差异化评价导向，以
评价结果倒逼政策执行绩效改进。

三是坚持精准施策，根据政策属性和执行难度灵活调适组织控制与政策激励制度的内容与

力度。 对那些具有相对优势和执行路径相对明晰的公共政策，可以适当强化过程导向的信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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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督查考核和行为矫正，谨防地方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所致的策略性共谋；而对那些优势不够

突出、目标相对模糊、缺少实践经验，且需要多部门、跨地域协同的复杂公共政策，则要凸显激励

导向，可借助政策试点、典型示范、交流协作等方式提高基层行政主体能动执行的意愿和能力。
（二）回归公共价值：政策执行的公共价值驱动机制

公共行政是由公共价值指导并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其核心活动———公共政策，本质上也是

一个建立、遵循和实现公共价值的过程①。 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环节，政策执行的最终目的

是实现公共价值，即政策执行服务于公共政策所内含的价值目标。 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
公共政策固有的利益属性和绩效量化考核的客观要求影响，基层执行主体更倾向于被工具理性

而非价值理性所驱使，政策执行被视作行政任务或赢得竞争的筹码，如何发挥公共政策的实际效

用和增进人民福祉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由此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因此，矫正政策执行偏差需要构

建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价值驱动机制。
一是坚持公共价值导向，通过多目标管理、阶段性调适和整体性联结统合基层政策执行。 首

先，建立科学有效的目标价值体系，兼顾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平衡定量绩效目标和定性政策目

标之间的张力，谨防目标置换，以涵盖总体目标和从属目标的多元价值目标体系，实现各细分目

标之间的衔接嵌套。 其次，建立动态化的目标调适机制，即在以目标形塑行动主体的同时，注重

行动主体的实施反馈，根据政策反馈对既有价值目标进行调适和修正，不断缩小政策目标与治理

实际之间的差距。 最后，以价值目标凝聚多方共识，建立执行共同体。 基层政府处在政策执行链

的末端，直面的是最具象化和复杂化的现实情境，需要建立共识性的价值目标来打破各利益主体

之间的区隔，进而构建相互联结、协调合作的执行共同体，以增强政策执行过程的整体性和严

密性。
二是培育有效执行文化以重塑行政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执行文化是隐含在执行组

织的行政意识、行政观念、行政道德、行政原则和行政惯习，对执行活动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层次作

用。 有效执行文化以行政主体良好的执行力为基础，不仅要求基层政府充分理解上级的政策意

图，结合地方性知识确保政策任务有效完成；还对执行方式作出了严格约束，即政策执行的方式

不能违法，并且还应赢得社会认同和符合公共价值规范。 构建有效执行文化可从以下三个层面

推进。 首先是塑造共识性的社会观念。 有效执行文化需建立在依法执行、科学执行和人民至上

的价值理念之上，以社会规范压力约束行政组织及其成员的执行活动。 其次是健全制度化的组

织规范。 行政组织是规约行政主体的关键场域，可通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流程清单管理使基

层政策执行有章可循；建立分级分类的奖惩制度，激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为，约束不作为、
乱作为。 最后是强化行政个体的责任担当。 执行文化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作为个体的行

政人员能否将组织和社会层面的行政文化内化为实际行动；这就要求执行者在应对利益性、关系

性和复杂性交织的行政环境时，能够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进行自由裁量，将公共价值

放在价值偏好序列的首位，以负责任的执行方式创造公共价值。
三是培育以人民满意为核心的行政精神。 弗雷德里克森（Ｈ.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指出，“公

共管理者不仅要有效率地执行立法机关的指令，而且要影响和执行那些旨在改善全体人民生活

质量的政策”，主张增强变革的前瞻性、回应性，以公民参与的方式管理公共组织，培育对人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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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和以乐善好施为道德基础的公共行政精神①。 基层政府要重点培育以人民满意为核心的执行

精神，关注人民需求和获得感，提升政策绩效与人民满意度；在面对多重价值冲突时，坚持从人民

利益出发，充分听取人民意见和建议，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人民满意

度和幸福感作为政策绩效评估和执行改进的重要指标。
（三）重塑政策能力：基层执行主体的复合能力再造机制

政策能力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维护公共利益和满足公共需求的重要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公共政策成败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基层政府处在政府层级链条的末端，
容易陷入“责权不对称”和“小马拉大车”的执行困境，需要在有效激发制度效能的基础上，通过

复合能力再造机制重塑基层执行主体的创造性执行能力，并提高其资源整合与政策动员能力以

及灵活调适与政策学习能力。
首先，提升基层执行主体的创造性执行能力。 在当前全球政府改革的实践浪潮中，公共管理

变革更加重视“公民本位”“公共责任”与“协同合作”，在此背景下，现代政府为实现有效治理，
在政策执行层面要求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创造性执行能力。 这要求政府既要树立负责任执行和

能动式执行的正确认知，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动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合理利用组织

权威和创设自主性空间来调动执行主体的创造性；还要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制度生态鼓励实质性

创新行为，激励政策执行者“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强化干

部选拔任用、政务公开、权利保障等制度的整体嵌套，为“创造性执行”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
其次，增强政策执行者的资源整合和政策动员能力。 “任务 － 资源”约束是基层政府政策执

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般而言，经由层级链条自上而下配备的政策执行资源通常比较有限，基层

政府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基层政府的政策资源整合途径可

分为两类：一是体制内部的上级划拨资金和横向跨部门协同所带来的人力、组织资源，包括基层

政府合理调配自上而下配置的制度化资源，以及依托跨部门信息共享、协调合作机制整合多方资

源推进政策执行；二是体制外的社会资源吸纳，其对象既可以是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普通公众，
也可以是具备生产和服务能力的企业或各类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寻求政策目标群体的理解、参与

和遵从，扩大政策的合作主体。 第一种途径往往依赖正式制度所赋予的政治权力空间，目的在于

保障上级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第二种途径则主要取决于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动员能力。 层级控制

与社会动员在基层政策执行中是相互嵌套的，在绩效、资源和时间等条件的约束下，基层执行者

需要考虑如何与市场和社会力量有效结合；而且政策动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由多次调

适，根据政策实效和自下而上的执行反馈形成最优的动员方案②。
最后，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灵活调适能力与政策学习能力。 由于治理规模庞大和地区差异显

著的客观约束，基层政府应在制度框架内围绕政策精神对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地区差异，
有效执行政策。 实践中基层政府的灵活性执行存在多重面向：在政策允许的合理范围内灵活调

适政策执行细则，利用事权和资源配置权优先完成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③；借助灵活性执行攫取

私利；因时、因势调整执行内容和执行力度；以“工作留痕”和“目标替代”应对上级监督考核等。 为

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将基层政府的灵活性执行内化为灵活调适能力，增强执行者的政策学习能力。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灵活调适能力，要求执行主体结合地区实际对上级政策进行政策再生产，依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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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和执行反馈进行动态调适，通过政策学习提升政策理解力、执行力和纠错力，增进执行主体

间的行动共识，使政策执行与执行环境高度适配。 提高基层政府的灵活调适和政策学习能力可从

两方面着手。 一是改善制度环境，建立常态化的基层干部培训、交流机制和包容性的激励考核机

制，为基层政府的灵活调适提供制度性空间，同时平衡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如上级政府对基层

执行异化行为进行选择性干预）之间的张力，借助过程导向的信息控制和行为矫正机制，防范和应

对基层执行偏差。 二是从行动主体出发，培育其灵活驾驭多样化政策工具和稳健性政策组合的调

适能力，包括静态稳健性调适和动态稳健性调适①；增强其政策学习能力，从历史和实践中汲取政

策执行失败的教训，使政策执行主体适应不断变化的执行情境，进而提升政策执行绩效。

五、结论与讨论

预防和矫正基层政策执行偏差，是贯彻“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理论与实

践议题。 本文旨在从源头厘清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类型、生成机理和行动逻辑，进而通

过建构政策执行纠偏机制以达到预防性的治理效果。 本文基于“结构 － 能动”视角，从组织控

制、执行激励和政策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八种典型

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表征及其意涵，从行动主体对行动情境的策略性权变视角剖析了基层政府

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和行动逻辑。 研究发现，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实质，是执行主体运

用策略性权变思维，在特定执行情境中基于组织控制、执行激励和政策能力的差异化组合而衍生

的任务逻辑、应付逻辑、邀功逻辑和避责逻辑，形成了自我加压、拼凑应对、为我所用和消极卸责

的应对策略，由此导致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
处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强的复杂社会，公共政策执行面临的情境日益多变且充满挑

战，政策执行不再只是一项纯粹技术性活动，而是需要执行主体正确平衡多重价值冲突，积极履

行政策责任，不断提升政策执行能力。 本文提出以“整体性调适”为基本原则，从激发制度效能、
回归公共价值和重塑政策能力三个方面实现行动主体与执行情境的有机适配，核心在于达成

“促进型制度”与“负责任调适”的融合互促。 “促进型制度”是相对于“压力型体制”而言的，主
张制度的建立不是为了压制人的能动性，而是通过制度规范引导执行者做出符合预期的正当行

为，避免“有组织地脱耦”。 在促进型制度环境中，规约行动主体的制度规范不仅来自科层内部，
还融合了社会外部力量，进而形成相互守诺和互相监督的共享规范；对违约行为的惩罚也不局限

于正式规则的约束，还涵盖羞愧效应所致的自我反省。 “负责任调适”强调执行者的能动性，要
求执行主体以公共价值和政策责任为导向，重视执行主体复合政策能力的养成，使执行主体能够

有效驾驭复杂政策环境，灵活应对执行情境，扭转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策略性权变取向，构建

积极、规范、高效和科学的政策执行模式，提升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效能，进而通过公共政策现代化

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陈水生、罗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孟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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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ｄ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Ｃｈ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 Ｈｕｉ， Ｈｕ Ｂｉｎ， Ｍａ Ｂａｏｂｉｎ（９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 Ｘ⁃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ｔ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ｓ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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